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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

长”，因而科学认识经济发展质和量的关系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共同关心的

重大问题。 本文基于中国省级政府“十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文本，测算了地方政府

的产业规模偏好，并考察了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１）地方政府的

产业规模偏好总体上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２）产业规模偏好通过降低资源配置

效率、抑制市场竞争、阻碍企业进入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通过促进集聚效应提

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３）产业规模偏好带来的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

模企业、规模报酬递减行业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地区企业；（４）虽然产业规模偏好

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有效增加了企业层面的投资、销售收入和税收。 本文对于新

发展阶段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设计

有着重要启示。
关键词：产业规模偏好　 全要素生产率　 产业政策　 地方政府　 文本分析

∗　 王海成，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７５，电子信箱：ｈｑｕｈａｉｃｈｅｎｇ＠ １６３． ｃｏｍ；张伟豪（通讯作者），湖
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邮政编码：４１００７９，电子信箱：ｗｈｚｈａｎｇ９５＠ １６３． ｃｏｍ；夏紫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７２，电
子信箱：ｚｉｙｉｎｇｘ＠ １６３． ｃｏｍ。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２０ＣＪＬ０１４、２１ＣＴＪ０１５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ＣＸ２０２００４６９）的资助。 作者感谢邓玉萍、孙天阳、钟腾龙、王岳平、张于喆、张铭慎、杨威、周振、郑腾飞、张勋、张伟广和匿名审稿

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依托低成本要素、模仿型技术与庞大的国内国际低端市场，形成了速度导向的经济增长路径（黄
群慧，２０２０）。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要求把经济增长

转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上来，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同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也是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世界各国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共识和目标（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另一方面，从央地关系

看，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产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推动与实现的。 出于政绩考核、提升区

域经济显示度、增加税收等多方面考虑，地方政府通过实施各类产业政策，改变要素配置过程，支持

若干产业甚至是某一产业做大做强（吴敬琏，２０１６），表现出明显的“产业规模偏好”。 那么，地方政

府的产业规模偏好总体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要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分别还有一个前提问题和拓展问题需要回答：
一是前提问题，即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的特征事实是什么。 中国早在 １９９５ 年制定“九五”

计划时，就认为“我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每年新增加的投入相当可观，但在生产、建设和流通等领

域，经济效益低的问题十分突出”，提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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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① “十一五”规划时提出“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认为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多地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② “十二五”时则提出“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很大，在制造业行业分类的 ３０ 多个大类中，已有

半数以上行业生产规模居世界第一，但是制造业总体水平还比较低，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十分迫

切，提升空间很大”。③ 本文关心的是，在国家层面已经逐渐认识到产业规模数量较大（量的不断增

长）的情况下，省级政府作为中国地方行政级别最高的机构和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其产业规

模偏好是在逐步强化还是有所减少？ 规模偏好的产业在年份之间有哪些变化？ 哪些省份更偏好做

大产业规模？ 实施路径有哪些变化？ 即通过对地方政府五年规划进行文本分析，从年份、行业、省
份、路径四个层面回答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的特征事实。

二是拓展问题，即新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优化产业政策，以“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 产业政策广泛意义上作为一种自我发现、自我调整的过程，真正的挑战不在于重新设立

产业政策，而在于重新部署和调整已有产业政策以使其更好发挥作用（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８）。 黄群慧

（２０２１）也认为，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要避免陷入是否需要产业政策的初级争论，而是要聚焦到如

何根据工业化进程阶段动态制定更加合意的产业政策上来。 具体到本文，在回答地方政府的产业

规模偏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基础上，本文还关心：第一，具体的作用渠道有哪些，以便在未

来产业政策优化设计过程中利用潜在有益渠道，规避潜在不利渠道；第二，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如何，
哪些企业是受损的，哪些外部条件发挥了可能的调节作用，以便于产业政策优化设计中对受损企业

进行特定的支持，或者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减缓不利影响，从而可以建立“设计得当”的产业

政策。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省级政府“十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手工整理了国民经济四位

码（以下简称“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层面的规模偏好信息，并利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系统考察了地方政府的产业规模偏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产业

规模偏好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排除若干竞争性解释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

然成立；影响渠道检验发现，地方政府的产业规模偏好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抑制市场竞争、阻碍

企业进入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促进集聚效应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

现，地方政府的产业规模偏好带来的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规模报酬递减行

业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地区企业；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并非完全是一种非理性行为。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丰富和拓展了关于重点产业政策的影响评估研究。 重点产业政策本质上是产业结构政

策，即政府鼓励向一些产业或部门投资而不鼓励向其他产业或部门投资，从而促进产业不平衡发展

的产业政策，既有研究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宋凌云和王贤彬，２０１３；张莉等，
２０１９；Ｂａｒｗｉ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Ｍ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技术创新（黎文靖和郑曼妮，２０１６；Ｃｈｅｎ ＆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
２０１６）、债务融资（李广子和刘力，２０２０）、多元化经营（杨兴全等，２０１８）、碳排放（余壮雄等，２０２０）等
多个方面的影响。 本文重点关注的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因为涉及产业方向以及产业规模两个

关键词，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重点产业政策的范畴，但内涵与外延与之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是，产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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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２０１０：《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求是》第 ２１ 期。



模偏好重点关注产值规模即生产问题，而已有关于重点产业政策的研究除了关注产业规模外，还关

注技术改造升级、对外贸易等多方面内容。 由于不同省份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历史基础、政策支

撑等多方面的差异，即使对于同一产业的重点产业政策，在一些省份可能是重点支持生产规模扩

大，而在另一些省份则是重点支持创新或促进技术改造，例如上海市“十一五”规划中关于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表述为“重点推进基于中药先导物的创新药物、诊断试剂与基因工程疫苗的自主创

新，在介入治疗器械和数字影像设备方面实现自主设计能力的突破”，属于支持技术创新的重点产

业政策，而非产业规模偏好政策；黑龙江省则是“发展壮大哈药集团、葵花药业等骨干企业，加快哈

尔滨开发区医药工业园、哈尔滨市利民医药科技园等医药园区建设，实现医药企业规模化、集群化

发展”，属于重点产业政策，也是典型的产业规模偏好政策。 二是，既有研究关于重点产业政策界

定依据为五年规划文本中是否提到鼓励、支持、重点发展或大力发展，而本文关于产业规模导向的

界定除了部分重点产业政策外，还进一步将促进企业间的兼并重组、联合以及建设产业集群等明显

具有规模导向的产业政策包含进来，即本文关注的产业规模偏好政策与重点产业政策虽有交集，但
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综上，本文考察的产业规模偏好是对重点产业政策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对产业规模偏好的效率影响研究是对既有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的进一步丰富。

第二，丰富和拓展了基于规模的产业政策（ｓｉｚ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ＳＤ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

究。 大多数国家通常根据企业销售收入、投资规模、员工数量等指标划分不同的政策支持对象，虽
然政策细节迥异，但政策目标大都是支持和保护未能达到特定规模的企业（ Ｊｕｎｇ ＆ Ｊｕｎｇ，２０２２）。
Ｇｕ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及 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８）认为 ＳＤＰ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影响巨大，
Ｈｓｉｅｈ ＆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的研究表明企业层面要素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可能解释中国、印度等发展

中国家与美国生产率差距的 ５０％ 。 Ｇａｒｃíａ⁃Ｓａｎｔａｎａ ＆ Ｐｉｊｏａｎ⁃Ｍａｓ（２０１４）研究了印度小规模企业保留

法的影响，该法案旨在限制某些行业的企业规模，测算发现废除该法案可以使制造业产值增加约

７％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约 ２％ 。 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 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２０２０）基于农场规模限制的研究也得出

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评估了菲律宾 １９９８ 年土地改革对农场规模和农业生产率的影响，此次改革规

定了土地保有量的上限，高于上限的土地会被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户和小农户，发现该改革不仅导致

资源在农民之间的错配，而且会扭曲农民的职业选择和技术决策，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率。 Ｌóｐｅｚ
＆Ｔｏｒｒｅｓ（２０２０）则发现基于企业规模的税收政策使得企业的平均规模和产量均下降了约 １０％ ，工人

的技能回报率下降约 ７５％ 。 总体来说，本文与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均考

虑了规模这一变量，但以上文献重在将企业规模作为政策实施的依据和标准，考察基于企业规模的

差异化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则进一步考察了将产业规模作为政策目标的地方政府产

业政策的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设计；第三部分为实证检验；第四部分为影响渠道检

验；第五部分为异质性检验；第六部分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具有产业规模偏好的原因；最后为政策

建议。

二、 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检验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ｔｆｐｆｐｉｔ ＝ α ＋ β·ｐｒｅｆｅｒｆｐｉｔ ＋ φ·Ｚ ｆｔ ＋ ψ·Ｇｐｔ ＋ λ ｆ ＋ λ ｉ ＋ λ ｔ ＋ εｆｐｉｔ （１）

　 　 其中，ｆ 为企业，ｐ 为省份，ｉ 为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ｔ 为年份。 ｔｆｐ 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ｐｒｅｆｅｒ 为地

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虚拟变量，如果某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在其所在省份五年规划中为规模偏好行业，
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系数 β 衡量了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Ｚ、Ｇ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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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企业、省份层面控制变量。 λ ｆ、λ ｉ、λ ｔ 分别为企业、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εｆｐ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为

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所有回归均在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层面聚类。
（二）指标选取与测算方法

１． 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参考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的做法，本文主要以 ＡＣＦ 方法测算的全要

素生产率进行回归分析，基于其他方法测算的结果用于稳健性检验。
２． 产业规模偏好（ｐｒｅｆｅｒ）。 主要从以下三个步骤进行识别：
（１）界定概念。 现有经典文献对政府偏好的研究并不鲜见，如 Ａｒｒｏｗ（１９５１）的社会选择理论和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 Ｔｕｌｌｏｃｋ（１９６５）的公共选择理论，虽然表达各异，但本质均是对政府偏好及其形成的研

究。 产业规模偏好作为本文核心概念，涉及产业、规模、偏好多个关键词，本文将其定义为：地方政

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为了满足某种利益最大化需要而表现出来的追求扩大某些产业规模的期望或

预期。 受资源要素稀缺等因素的制约，发展哪些产业、如何发展产业需要政府做出某种轻重缓急的

次序安排，因此产业规模偏好可以视为地方政府关于产业发展的价值排序。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
产业规模偏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既可能是偏好结构中内容上的变化，也可能是偏好结构中偏

好强度的变化。
（２）构建词库。 在构建产业规模偏好词库之前，本文需要寻找促进产业规模扩大的经济学理

论依据，以此为参照对现实发展路径进行分类。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８９０）提出，“大工厂的利益在于：专门机

械的使用与改良、采购与销售、专门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并论述了规模经济

形成的两条途径，即依赖于个别企业对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组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而形成的“内
部规模经济”和依赖于多个企业之间因合理的分工与联合、合理的地区布局等所形成的“外部规模

经济”。 具体地，本文将产业规模的扩大路径分为三种：一是大企业集团路径，通过重点支持某一

个或者几个重点企业，以大企业为依托，组建企业集团，从而做大整个产业规模。 二是联合兼并重

组路径，通过推动企业间横向或纵向的资源整合、联合，快速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规模化经营。 三是

地理集中路径，通过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推动实现产业集聚，并逐步形成产业规模。 根据以

上划分，产业规模偏好三类路径的词库分别如下：
大企业集团路径：以大企业集团为骨干、培育龙头企业、培育大型企业集团、推进企业集团化、

建设产业集团、扶持企业集团、重点支持（大企业、集团）、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大力发展龙头企业、
以骨干企业为依托、以集团公司为依托、以核心企业为龙头、龙头企业培育工程、集中搞好骨干企

业、依托集团（企业）、抓好（改）扩建工程、扩建企业（厂、项目）等。
联合兼并重组路径：推进企业强强联合、推进联合重组、加快产业组织重组、推进跨地区兼并重

组、实施优化重组、重组大型企业、组建大企业大集团、组建产业集团、加快改组（企业）、改组骨干

企业、改组重点行业等。
地理集中路径：加强（行业）基地建设、建设产业基地、建设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制造业基地、

建设工业基地、建设产业聚集（集聚）区、培育（打造、重点发展）产业集群、形成产业集群、形成产业

群等。
（３）对应行业代码。 对应过程有以下三点需要说明：一是，将五年规划中的产业门类与 ＣＩＣ ４

位码对应。 二是，部分规划文本在涉及规模偏好的相关语句中仅涉及 ＣＩＣ ２ 位或 ３ 位码行业，但在

规划其他部分将关键产业细化到具体行业和产品，本文以细化的文本为准将其对应至 ４ 位码行业。
三是，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决定》后，各省在“十二五”规划中多沿用该文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法，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２０１８）》（国家统计局令第 ２３ 号）建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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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报告了代表性省份不同五年规划规模偏好行业的延续性。 可以看出，三个五年规划期间，
规模偏好的行业延续性不强、新增数量多。 以上海市为例，“十一五”规划与“十五”规划保持一致

的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有 ２８ 个，但新增行业达到 ２５ 个；“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保持一致的行业

有 ２２ 个，发生变化的有 ３１ 个，延续比例为 ４１. ５１％ ，新增行业则达到 ５０ 个；三个五年规划保持一致

的只有 ９ 个。
表 １ 代表性省份不同五年规划规模偏好行业的变化趋势

省份
“十五”√
“十一五”√

√
×

×
√

√
√

√
×

×
√

√
√
√

√
√
×

×
√

“十二五”√

北京 ２３ １４ ３５ ３６ ２２ ２２ ２０ ３ １６
吉林 ４３ １０ １０１ ８７ ５７ ４８ ２７ １６ ６０
上海 ２８ ６ ２５ ２２ ３１ ５０ ９ １９ １３
浙江 ７３ ４３ ９０ １０４ ５９ ６９ ５７ １６ ４７
山东 １８ ２５ ６９ ４７ ４０ ６７ １１ ７ ３６
湖北 ７１ ２３ ９１ ８７ ７５ ５５ ４８ ２３ ３９
广东 １１ ３９ ７０ ５５ ２６ ５６ ７ ４ ４８
四川 ４０ ２８ ４７ ３６ ５１ ３４ ２４ １６ １２
陕西 ３６ ２６ ３１ ３９ ２８ ６４ １６ ２０ ２３
宁夏 ３４ ２８ ３３ ４４ ２３ ６１ ２７ ７ １７

　 　 注：“√”为五年规划文本中为规模偏好行业，“ × ”则为非规模偏好行业，其他省份备索。

图 １ 统计了 ３１ 个省份 ＣＩＣ ２ 位码行业内的 ４ 位码行业在不同规划期被界定为规模偏好的次

数。 可以看出呈明显增加趋势，“十五”计划中规模偏好行业为 １７６６ 个，到“十一五”则增加为 ２７１２
个，“十二五”则大幅增加至 ３２９２ 个。 “十五”计划排名前 ５ 位的行业依次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①食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十一五”规划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十二五”规划为农副食品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图 １　 ＣＩＣ ２ 位码行业内的 ４ 位码行业规模偏好次数

　 　 注：横轴为 ＣＩＣ ２ 位行业代码，参见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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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副食品加工业与食品制造之所以排名靠前，原因在于该行业 ４ 位码行业设置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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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给出了各省份三个五年规划（计划）内具有规模偏好的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数量。 不同省份之

间具有规模偏好的行业数量存在明显变化，“十五”计划排名前 ５ 位的省份依次为浙江、湖南、湖
北、江西、甘肃，“十一五”规划依次为浙江、湖北、吉林、福建、河南，“十二五”规划依次为福建、辽
宁、浙江、湖南、甘肃。

图 ２　 各省具有规模偏好的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数量

图 ３ 给出了三个五年规划（计划）内不同产业规模偏好实施路径的变化情况。 可以发现，地理

集中路径数量最多，大企业集团路径其次，而联合兼并重组路径最少，说明地方政府更偏好于通过

地理集中路径推动产业规模扩大。 从不同五年规划看，特别是“十一五”以来，地理集中路径数量

增长较快，而大企业集团路径和联合兼并重组路径整体变化不大。

图 ３　 不同规模偏好实施路径数量

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①存续年限（ａｇｅ），使用当年年份与企业开业年份之差加

１ 的自然对数衡量；②规模（ ｓｉｚｅ），使用取自然对数的企业年平均就业人数来衡量；③出口状况

（ｅｘｐｏｒｔ），出口额大于 ０ 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④进口状况（ ｉｍｐｏｒｔ），进口额大于 ０ 则赋值为 １，否则

为 ０；⑤所有制类型（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包括国有企业（ ｓｏｅ）、外资企业（ ｆｉｅ）和民营企业（ｐｒｉ）。 省份层面控

制变量包括：①财政分权度（ｄｅｃ），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与一般预算支出之比衡量；②人均工资

（ｗａｇｅ），用取自然对数的人均工资衡量；③基础设施（ ｉｎｆｒａ），用取自然对数的人均等级公路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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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以下简称 ＡＳＩＦ）。 对于 ＡＳＩＦ 进行如下处理：①利用企业代码、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邮编、行业

代码、主要产品、区县、开业年份对企业样本进行匹配，采用序贯识别法重新构建面板数据，并利用

企查查数据平台进行识别校正；②将行业代码统一匹配为 ＧＢ ／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③删除企业员工少于

１０ 人，总资产、净固定资产、销售额、工业总产值缺失，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总固定资产大于总资

产的样本；④对主要变量进行价格指数平减；⑤剔除数据质量存疑的 ２０１０ 年数据。 二是地方政府

产业规模偏好数据，来自作者手工收集整理。 各省“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计划）文本分

别来自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编著的《新世纪初的发展蓝图———国家及各省区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汇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编著的《国家及各地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上下）和《国家及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
规划纲要》（上中下）。 三是省级层面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四是企业层

面进出口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以下简称 ＣＣＴＳ），本文同样利用企

查查大数据平台获取 ＣＣＴＳ 中企业的唯一识别码，用于 ＡＳＩＦ、ＣＣＴＳ 的匹配。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ｔｆｐ ＡＣＦ 法衡量的全要素生产率 ２. ８０ １. ２４ － ２. ０５ ７. ００

ｐｒｅｆｅｒ 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 ０. １４ ０. ３５ ０. ００ １. ００

ａｇｅ 企业存续年限 ２. ０６ ０. ７７ ０. ００ ４. ２６

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５. ０２ １. ０９ ２. ３０ １１. ５０

ｅｘｐｏｒｔ 企业出口状况 ０. ３８ ０. ４８ ０. ００ １. ００

ｉｍｐｏｒｔ 企业进口状况 ０. １６ ０. ３７ ０. ００ １. ００

ｓｏｅ 国有企业 ０. ０５ ０. ２２ ０. ００ １. ００

ｐｒｉ 民营企业 ０. ８４ ０. ３７ ０. ００ １. ００

ｆｉｅ 外资企业 ０. １１ ０. ３１ ０. ００ １. ００

ｄｅｃ 财政分权度 ０. ６８ ０. １８ ０. ０５ ０. ９５

ｗａｇｅ 人均工资 ７. ９８ ０. ８０ ６. １７ １０. ４８

ｉｎｆｒａ 基础设施 ２. ７３ ０. ４８ １. ２３ ５. １４

三、 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３ 给出了基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各列均控制了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第（１）列为未

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结果，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第（２）—（３）列中依次加入

企业、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各列中 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给定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受到规模偏好行业内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要显著低于非偏好的企业。 根据第

（３）列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产业规模偏好使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约

４. ２％ ，表明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效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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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ｐｒｅｆｅｒ
－ ０. ０４３１∗∗∗

（０. ０１２３）
－ ０. ０４１１∗∗∗

（０. ００８７２）
－ ０. ０４２４∗∗∗

（０. ００８５８）

ａｇｅ
０. １６６∗∗∗

（０. ０１１０）
０. １６６∗∗∗

（０. ０１０９）

ｓｉｚｅ
－ ０. ８３３∗∗∗

（０. ００８１０）
－ ０. ８３２∗∗∗

（０. ００８０６）

ｅｘｐｏｒｔ
０. ０８６６∗∗∗

（０. ００９０８）
０. ０７６８∗∗∗

（０. ００７８８）

ｉｍｐｏｒｔ
０. １４２∗∗∗

（０. ００７２０）
０. １４２∗∗∗

（０. ００７１６）

ｐｒｉ
０. ０７２８∗∗∗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７０９∗∗∗

（０. ０１０５）

ｆｉｅ
０. ０５２６∗∗∗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５４０∗∗∗

（０. ０１１５）

ｄｅｃ
－ ０. ０５５３
（０. ０７１３）

ｗａｇｅ
０. ０１８９

（０. ０２１３）

ｉｎｆｒａ
０. １４９∗∗∗

（０. ０２５９）

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３０５１９２５

Ｒ２ ０. ７１０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２

　 　 注：∗∗∗、∗∗、∗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层面聚类的标准误；无特别说明，下表同。

（二）排除竞争性解释

基准回归得出产业规模偏好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但这一结论可能存在若干竞争性

解释，需要逐一排除。
１． 排除地方政府重点产业政策和国家层面产业政策的影响

首先，如前文所述，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并不完全独立于重点产业政策，因此需要排除重点

产业政策的影响。 借鉴宋凌云和王贤彬（２０１３）的做法，构造地方政府重点产业政策（ｍａｊｏｒ）虚拟

变量，为重点产业政策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表 ４ 第（１）列给出了控制省级层面重点产业政策的估

计结果，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仍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其次，由于各省党委必须服从中央的领导，
地方五年规划建议须以中央五年规划建议为依据，与国家五年规划相衔接，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

批，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不符合中央精神的规划文本进行适当纠正（吕捷等，２０１８），那么 ｐｒｅｆｅｒ 对企

业效率的影响可能包含了国家层面产业政策的影响。 因此，本文根据国家五年规划进一步构建了

国家层面的产业规模偏好（ｐｒｅｆ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ｙ）和重点产业政策（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ｙ）虚拟变量，为相应类型则

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表 ４ 第（２）—（４）列给出了分别控制国家层面产业规模偏好、重点产业政策的

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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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竞争性解释检验：排除地方政府重点产业政策和国家层面产业政策的影响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ｐｒｅｆｅｒ
－ ０. ０４２５∗∗∗

（０. ００８５８）
－ ０. ０４１０∗∗∗

（０. ００８２６）
－ ０. ０４２０∗∗∗

（０. ００８９６）
－ ０. ０４１０∗∗∗

（０. ００８７１）

ｍａｊｏｒ
０. ００１３６

（０. ００９７７）

ｐｒｅｆ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５２）

－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８３）

ｍａｊｏ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 ０. ００３１１
（０. ０１２６）

－ ０. ００００７８０
（０. ０１４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３０５１９２５
Ｒ２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２

　 　 ２． 排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影响

中国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工业品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的经济体制环境和

资源配置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作为成员国，中国产业政策的手段和工具选择会受到世界贸易

组织有关规则的制约；二是一些产业由于受进口产品冲击较强、与外资竞争较为激烈，地方政府更

有动力将该产业做大，即存在规模偏好的行业可能开放度更高，如果成立，那么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下降可能不是产业规模偏好而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 而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贸易自由

化还是投资自由化都对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明显影响（余淼杰，２０１０；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为此，本文借鉴孙浦阳等（２０１５）的做法，整理各行业外资鼓励和禁止目录，在基准计量模型的

基础上加入是否为鼓励行业（ ｆｄｉ＿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限制行业（ ｆｄｉ＿ｒｅｓｔｒｉｃｔ）及禁止行业（ ｆｄｉ＿ｐｒｏｈｉｂｉｔ）的虚

拟变量，表 ５ 第（１）—（３）列分别给出了估计结果。 其次，构造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层面的投入关税水

平（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和产出关税水平（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用于衡量不同行业面临的进口冲击，第（４）—（６）列
分别给出了控制投入关税、产出关税，以及同时控制两种关税水平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ｐｒｅｆｅｒ 的
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即排除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后，基准结果得出的结论依然成立。
表 ５ 竞争性解释检验：排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影响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ｅｆｅｒ
－ ０. ０４２９∗∗∗

（０. ００８５３）
－ ０. ０４１８∗∗∗

（０. ００８３８）
－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０８５５）
－ ０. ０４３０∗∗∗

（０. ００８３９）
－ ０. ０４３１∗∗∗

（０. ００８４３）
－ ０. ０４３１∗∗∗

（０. ００８３７）

ｆｄｉ＿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０９７３）

ｆｄｉ＿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０. ０３８２

（０. ０２３３）

ｆｄｉ＿ｐｒｏｈｉｂｉｔ
－ ０. ０２９２
（０. ０７２３）

ｔａｒｉｆｆ＿ｉｎｐｕｔ
－ ０. ０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１５０）

－ ０. ０００１１２
（０. ００１６４）

ｔａｒｉｆｆ＿ｏｕｔｐｕｔ
－ ０. ０００７６１
（０. ０００７６４）

－ ０. ００７１９
（０. ０００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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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３０５１９２５

Ｒ２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２

　 　 ３． 排除国有经济的影响

从行业特征看，国有企业所在行业多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和能源行业，这些行业进入门槛高，行
业内竞争度不够，导致较大的效率损失（杨汝岱，２０１５）。 而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是中国产业政策实

施的主要作用对象，那么 ｐｒｅｆｅｒ ＝ １ 的行业可能本身因为国有经济占比较高导致其低效率，而非地

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带来的。 因此，本文在基准计量模型中分别加入省份 ＣＩＣ ４ 位行业层面的国

有企业工业产值占比（ ｓｏｅ＿ｒｅｖｅｎｕｅ）和国有企业从业人数占比（ ｓｏｅ＿ｅｍｐｌｏｙ），以进一步控制国有经济

的影响。 表 ６ 给出了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国有经济的影响后，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仍然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 ６ 竞争性解释检验：排除国有经济的影响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ｐｒｅｆｅｒ
－ ０. ０４２４∗∗∗

（０. ００８５８）
－ ０. ０４２４∗∗∗

（０. ００８５７）
－ ０. ０４２５∗∗∗

（０. ００８５８）

ｓｏｅ＿ｒｅｖｅｎｕｅ
－ ０. ０３０９
（０. ０４９４）

－ ０. ０７５１
（０. ０５８２）

ｓｏｅ＿ｅｍｐｌｏｙ
－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５２５
（０. ０４１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０５１８６２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３０５１８６２

Ｒ２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２

　 　 ４． 排除计划单列市政策的影响

本文考察的是省级政府产业规模偏好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但除了省级行政单位外，中国还设有

５ 个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以下简称“计划单列市”）。 计划单列市享受省级经济管理

权限，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计划全面单列，直接纳入全国计划综合平衡、统筹安排，拥有自主统筹

安排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权限。 另一方面，计划单列市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各省

五年规划中产业政策的重要实施载体，因此 ｐｒｅｆｅｒ ＝ １ 时衡量的政策效果可能包含了计划单列市政

策的影响。 为此，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排除计划单列市政策的影响：一是基于计划单列市的五年规

划文本，构造计划单列市的产业规模偏好变量（ｐｒｅｆｅｒ＿ｃｉｔｙ），并将其纳入回归模型；二是加入企业是

否位于计划单列市的虚拟变量（ｐｌａｎ＿ｃｉｔｙ）；三是剔除计划单列市企业样本，表 ７ 第（１）—（３）列分别给

出了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排除计划单列市政

策的影响后，基准回归的结论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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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竞争性解释检验：排除计划单列市政策的影响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ｐｒｅｆｅｒ
－ ０. ０４２４∗∗∗

（０. ００８５８）
－ ０. ０４２５∗∗∗

（０. ００８５８）
－ ０. ０４０４∗∗∗

（０. ００９０４）

ｐｒｅｆｅｒ＿ｃｉｔｙ
０. ００３２５
（０. ０１９７）

ｐｌａｎ＿ｃｉｔｙ
０. ０８３０
（０. １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２８４４８３８
Ｒ２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２ ０. ７９２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由于某些行业可能在“十五”时期为规模偏好行业，“十一五”时期为非规模偏好行业，而“十二

五”时期又为规模偏好行业，导致难以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样本区间内使用双重差分进行估计。 退而求

其次，本文借鉴余明桂等（２０１６）的做法，使用分时期双重差分估计。 具体地，就是将样本分为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两个时期，以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为例，处理组为“十五”规划非规模偏好、
“十一五”规划规模偏好行业，对照组则为“十五”“十一五”时期均为非规模偏好行业，如此政策冲

击则为“十一五”时期发生的非规模偏好行业变为规模偏好行业。 同样，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样本区间处

理组为“十一五”规划非规模偏好、“十二五”规划规模偏好行业，对照组则为“十一五”“十二五”规
划均为非规模偏好行业。 基于两个分样本，分别进行双重差分估计，计量模型如下：

ｔｆｐｆｐｉｔ ＝ α ＋ β１·ｐｌａｎｉ·ｐｏｓｔｔ ＋ φ·Ｚ ｆｔ ＋ ψ·Ｇｐｔ ＋ λ ｆ ＋ λ ｉ ＋ λ ｔ ＋ εｆｐｉｔ （２）
　 　 其中，ｐｌａｎ 表示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是否处理组，为处理组则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ｐｏｓｔ 表示为政策冲

击前后虚拟变量，政策冲击后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β１ 则反映了产业规模偏好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真实影响。 此外，考虑到双重差分需要满足平行趋势检验，本文将各年份虚拟变量与（２）中
ｐｏｓｔ 进行替换，并分别以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作为参照组。 为了使估计结果更加直观，在图 ４（ａ）、（ｂ）
中分别画出了关键估计系数的走势。 横轴表示年份，纵轴是估计值的大小。 可以看出，在政策冲击

之前，各年估计系数并不显著，意味着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而在政策冲击之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

生明显变化，均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图 ４　 分时期双重差分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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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还分别采用改变全要素生产率的衡量方式以及改变标准误差的聚类层面进行稳健

性检验，主要结论不变。①

四、影响渠道检验

（一）资源配置效率渠道

研究表明，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总体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欠发达国家

存在更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 Ｈｓｉｅｈ ＆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利用微观制造业数据，测算了中国相比于美

国因制造业要素错配而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发现纠正要素错配可以使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 ３０％—５０％ 。 地方政府为做大产业规模，倾向于要素价格干预型的政策工具，比如压制利率、抑
制工业用地价格，使被扶持企业降低规模化成本（黄少卿，２０２２），而非将各类生产要素配置至效率

高的企业，因此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进而抑制整体效率提升。
借鉴李力行等（２０１６），本文将省份 ｐ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 ｉ 按企业要素份额进行加权的生产率 Ωｐｉ

分解如下：

Ωｐｉ ＝ ∑ ｉ
θｆｐｉ·ωｆｐｉ ＝ ωｐｉ ＋ ∑ ｉ

（θｆｐｉ － θｐｉ）·（ωｆｐｉ － ωｐｉ） （３）

　 　 其中，ωｆｐｉ是企业 ｆ 的全要素生产率，θｆｐｉ是企业 ｆ 在省份 ｐ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 ｉ 中所占的要素份额，
ωｐｉ代表省份 ｐ 行业 ｉ 内各个企业的简单平均生产率，θｐｉ代表省份 ｐ 行业 ｉ 内各个企业的简单平均要

素份额。 （３）式中的第一项反映了企业微观生产率的高低，第二项是企业要素份额和生产率之间

协方差，反映了一个省份中各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该项数值越大，说明高生产率企业所获

得的要素份额更高，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本文使用企业年平均就业人数占省份 ｐ 行业 ｉ 的员工总数的

份额来代表企业 ｆ 获得的要素份额 θｆｐｉ，基于 ＡＳＩＦ，得到省份—行业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 Ｙｐｉ：

Ｙｐｉ ＝ ∑ ｉ
（θｆｐｉ － θｐｉ）·（ωｆｐｉ － ωｐｉ） （４）

　 　 表 ８ 第（１）列给出了产业规模偏好对基于劳动份额测度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可以发现

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各省份 ＣＩＣ ４ 位码

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标准差和全要素生产率 ９０—１０ 分位差衡量资源配置效率，数值越大意

味着资源配置效率越低，扭曲程度越大。 表 ８ 第（２）—（３）列给出了估计结果，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至

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规模偏好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地方

政府产业规模偏好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二）市场竞争渠道

理论上，市场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不同效率水平的企业之

间的“达尔文选择”。 竞争使市场份额向更高效率的企业（即成本较低，通常价格也较低的企业）转
移，效率较低的企业其市场份额则会逐渐萎缩甚至退出市场，从而为高效率企业腾出发展空间，同
时也提高了潜在进入者需要达到的生产率门槛；二是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效率产生影响，竞争加剧会

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等来提升企业效率，即“逃离竞争效应”（Ｓｙｖ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１）。 基于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的多项代表性研究已经证明，市场竞争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Ｄｅｍｉ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 那么，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是否会改变市场竞争程度呢？

本文采用赫芬达尔指数（ＨＨＩ）衡量市场竞争，具体由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内所有企业市场份额的

平方和表示。 借鉴 Ｂａｒｗｉ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的做法，在计算 ＨＨＩ 时排除了当年新进入、退出的企业样

本，原因在于这一部分企业虽然可能会影响市场竞争，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行业进入、退出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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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的影响，从而混淆结果。 表 ８ 第（４）—（６）列给出了分别用总产值、销售收入及从业人数为权重

计算的 ＨＨＩ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即产业规模偏好降低了市场竞争程度。 故而，可以认为抑制市场竞争是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降

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之一。
表 ８ 影响渠道检验：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竞争渠道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资源配置效率 市场竞争程度

ｐｒｅｆｅｒ
－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０４７３）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０７６７）
０. １３９∗∗∗

（０. ０２６８）
－ ０. ０４９９∗∗∗

（０. ００７３７）
－ ０. ０５０２∗∗∗

（０. ００７３１）
－ ０. ０５００∗∗∗

（０. ００７２８）

ｄｅｃ
０. ０２４５

（０. ０３９２）
－ ０. １１７∗

（０. ０６４２）
－ ０. ０８６１
（０. １５５）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３１１）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３１２）

０. ００５４７
（０. ０３１７）

ｗａｇｅ
－ ０. １１１∗∗∗

（０. ０１５２）
０. ２８３∗∗∗

（０. ０２５９）
０. ７７４∗∗∗

（０. ０６３２）
－ ０. ０８５６∗∗∗

（０. ０１２１）
－ ０. ０８１４∗∗∗

（０. ０１２０）
－ ０. ０８５８∗∗∗

（０. ０１２１）

ｉｎｆｒａ
－ ０. ０３４８∗∗∗

（０. ００７８３）
０. １５３∗∗∗

（０. ０１４５）
０. ３３０∗∗∗

（０. ０３１９）
－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０６９２）
－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０６９９）
－ ０. ０１８０∗∗

（０. ００６９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１６９５ ９３７５４ １１１６９５ ８４１４１ ８４１４１ ８４１４１

Ｒ２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４ ０. ２１０ ０. ４６３ ０. ４６２ ０. ４６９

　 　 （三）企业进入退出渠道

地方政府做大产业规模的一个重要做法是，通过准入退出管制等方式，保护和扶持在位的大型

企业，限制中小企业对在位大企业市场地位的挑战和竞争（江飞涛，２０１７）。 从企业进入看，地方政

府为保障在位企业获得较为充足的要素资源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李艳和杨汝岱，２０１８），而一些

中小企业或新进入企业虽然具有较高生产效率且效率改进速度较快，但由于政策限制难以进一步

扩展规模与市场份额（江飞涛，２０１７）；从企业退出看，在位企业可能受到产业政策的扶持与保护而

缺乏竞争压力，因此生产效率偏低且提升缓慢，长期存活在市场中使得整体效率下降。 那么，地方

政府产业规模偏好是否影响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呢？
为此，本文按照 Ｍｅｌｉｔｚ ＆ Ｐｏｌａｎｅｃ（２０１５）的方法对省份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层面的加总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进行分解，方式如下：
ΔΦｔ ＝ （ΦＳｔ － ΦＳｔ－１） ＋ ＳＥｔ（ΦＥｔ － ΦＳｔ） ＋ ＳＸｔ－１（ΦＳｔ－１ － ΦＸｔ－１）

＝ ΔφＳ}

组内效应

＋ ΔｃｏｖＳ}

组间效应üþ ýï ï ï ï

企业成长效应

＋ ＳＥｔ（ΦＥｔ － ΦＳｔ）üþ ýï ï ï ï ï

进入效应

＋ ＳＸｔ－１（ΦＳｔ－１ － ΦＸｔ－１）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退出效应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企业净进入效应

（５）

　 　 其中，φ为企业生产率的算术平均值，ｃｏｖ 为企业市场份额与生产率的协方差项，Ｓ 表示以企业

市场份额作为权重，Φ 表示各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下标 Ｓ、Ｅ、Ｘ 分别表示生存企业、进入企业和退

出企业样本，ｔ 和 ｔ － １ 分别表示当期和上一期。 上式等号右边各项刻画了加总生产率变化的来源，
依次为组内效应、组间效应、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 其中：（１）组内效应的贡献直接由存活企业的

平均技术进步来衡量；（２）组间效应由存活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变化来刻画，该项数值越大，表明

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得到了更多的资源，资源再配置效率得到提高；（３）企业进入效应采用观测末期

存活企业加总生产率为参照系；（４）企业退出效应采用样本初期存活企业加总生产率为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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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企业成立原则对企业状态进行识别，用主营业务收入衡量企业市场份额。
把分解得到的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估计，表 ９ 第（１）—（２）列估计结

果显示产业规模偏好对进入效应的影响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对退出效应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从
企业进入退出渠道看，产业规模偏好对效率的负向影响主要是通过阻碍企业进入而非企业退出实现的。

（四）集聚效应渠道

大量研究证明了集聚经济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一方面，集聚经济通过中间投入品共享、劳动

力市场蓄水池以及知识溢出效应等机制来提高生产效率（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８９０）；另一方面，区域内相邻

企业之间的高效率企业也会对低效率企业产生技术外溢（Ｓｙｖ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１）。 地方政府做大产业规

模的一种做法是通过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推动实现产业集聚，并逐步形成产业规模。 那么产

业规模偏好是否会推动集聚经济形成，从而提升企业效率呢？
为此，本文借鉴袁其刚等（２０１５）的研究，构建 Ｋｒｕｇｍａｎ 地区专业化指数：

ＫＳ（ ｔ） ＝ ∑ ｉ
ａｂｓ［Ｖｉ

ｐ（ ｔ） － Ｖｉ（ ｔ）］ （６）

　 　 其中 Ｖｉ
ｐ（ ｔ） ＝ Ｘ ｉ

ｐ（ ｔ） ／∑ｉＸ ｉ
ｐ（ ｔ）表示在 ｔ 年省份 ｐ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 ｉ 占所属省份所有行业份额的

比重，Ｖｉ（ ｔ） ＝∑ｐＸ ｉ
ｐ（ ｔ） ／∑ｉ∑ｐＸ ｉ

ｐ（ ｔ）表示在 ｔ 年份行业 ｉ 占全部行业份额的比重，Ｘ ｉ
ｐ（ ｔ）表示省份 ｐ

行业 ｉ 在 ｔ 年的经济活动水平，∑ｉＸ ｉ
ｐ（ ｔ）表示省份 ｐ 在 ｔ 年的总体经济活动水平，∑ｐＸ ｉ

ｐ（ ｔ）表示行业

ｉ 在 ｔ 年的总体经济活动水平，∑ｉ∑ｐＸ ｉ
ｐ（ ｔ）表示省份区域内全部行业在 ｔ 年的总体经济活动水平。

本文分别使用 ＡＳＩＦ 中企业总产值和从业人数衡量经济活动水平。 理论上，产业在特定区域的集中

程度越高，该地区的专业化特征越明显，即 ＫＳ 值越大，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高。 表 ９ 第（３）—（４）
列给出了产业规模偏好对产业集聚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无论以何种权重计算的 Ｋｒｕｇｍａｎ 地区

专业化指数，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至少在 ５％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促进

了集聚经济的形成，即可以认为产业规模偏好通过促进集聚经济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
表 ９ 影响渠道：进入退出和集聚效应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企业进入退出渠道 集聚效应渠道

进入效应 退出效应 总产值权重 从业人数权重

ｐｒｅｆｅｒ
－ ０. ００５９０∗∗

（０. ００２９４）
０. ００３４２

（０. ００３２３）
０. ０００６８４∗∗∗

（０. ０００１９６）
０. ０００９７１∗∗

（０. ０００３９６）

ｄｅｃ
－ ０. ００６５９
（０. ０２９３）

０. ０３４８
（０. ０２４３）

０. ０００５８６
（０. ００１４１）

０. ００９３８
（０. ００１７０）

ｗａｇｅ
－ ０. ００００４３０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３７３∗∗∗

（０. ０１１３）
－ ０. ００１９１∗∗

（０. ０００７７５）
－ ０. ００１７１∗∗∗

（０. ０００６４８）

ｉｎｆｒａ
－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０５０７）
－ ０. ０１０４∗∗

（０. ００４９０）
０. ０００７００∗

（０. ０００３９１）
０. ０００４７９

（０. ０００４１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０５８４９ １０４５８２ １１１７１０ １１１７１０
Ｒ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３４２ ０. ２４２

五、 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现实中企业间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在受到产业规模偏好冲击后的反应可能会存在差异。
因此，结合研究目的，本文分别从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规模、行业规模经济和区域要素市场发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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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四个方面进行异质性检验。
（一）企业所有制类型

在中国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政治关联，在获得政府资源与政

策扶持方面有着其他所有制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 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配置的过程

也更可能是通过在各个所有制企业中序列配置资源实现的，相比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地方政府

可能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扶持。 表 １０ 第（１）—（３）列给出了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中，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在国有企业组的估计

系数绝对值显著大于民营企业组和外资企业组（ＳＵＲ 检验 χ２ 值分别为 ９. ４８、６. ２２），意味着国有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到产业规模偏好的负向影响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二）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是产业政策选择实施对象过程中考虑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更偏向于扶持大企业以

帮助其尽快做大规模（黄少卿，２０２２），而现实过程中相当多的招投标、补贴、税收优惠政策均是基

于企业规模制定的，并非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

办法（暂行）》标准，将样本划分为大企业组和中小企业两组。 表 １０ 第（４）—（５）列给出了估计结

果。 可以看出，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在不同规模企业组中均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在大企业组

的估计系数显著大于中小企业组（ＳＵＲ 检验 χ２ 值为 ４. ２８）。 这意味着从企业规模看，产业规模偏

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在大企业上更强。
（三）分行业规模经济

基准回归得出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会降低企业效率的结论，然而如果某些产业存在规模经

济，即单个企业由于相关产业内生产相同产品的其他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所获得生产成本的节约

和生产效益的提高，进而带来效率提高，如此则可能会抵消部分效率损失（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８９０）。 为了

识别行业规模经济特征，本文估计了 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的生产函数，将生产要素系数之和大于 １ 的行

业视为规模报酬递增行业，否则为规模报酬递减行业。 测算发现，ＣＩＣ ４ 位码行业中 １３. １９％ 处于

规模报酬递增，８６. ８１％处于规模报酬递减，总体上看中国制造业行业普遍未发挥出规模经济。 表

１０ 第（６）—（７）列给出了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在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组没有通过

显著性检验，在规模报酬递减行业组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对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规模报酬递减的行业。
表 １０ 异质性检验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企业所有制类型 企业规模 行业规模经济 区域要素市场发育程度

国有 民营 外资 大 中小
规模报酬

递增

规模报酬

递减
高 低

ｐｒｅｆｅｒ
－ ０. ０９５５∗∗∗

（０. ０３０４）
－ ０. ０４２５∗∗∗

（０. ００９１８）
－ ０. ０４９３∗∗∗

（０. ０１１６）
－ ０. ０６９０∗∗∗

（０. ０２１３）
－ ０. ０４２７∗∗∗

（０. ００８４５）
０. ００２８５
（０. ０４２４）

－ ０. ０４５５∗∗∗

（０. ００８６４）
－ ０. ０４０８∗∗∗

（０. ００８８９）
－ ０. ０６４３∗∗

（０. ０２６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
份、行业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４７３４８ ２５４５３７０ ３２４７３８ ６３６９４ ２９８３４６２ １２２９９２ ２９２０８８７ ２５０２０３４ ４９７２７４

Ｒ２ ０. ８４３ ０. ７８５ ０. ８２２ ０. ７８５ ０. ８２２ ０. ８０１ ０. ７９４ ０. ８０２ ０. 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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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区域要素市场发育程度

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要素分配在某种程度上会依赖政府行政机制，扩大了不同企业对生产要

素获取的成本差别。 据此推测，越是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地方政府扩大产业规模的实施手

段可能就越偏向市场化，对企业效率带来的负向影响可能就越小。 本文采用王小鲁等（２０１９）编制

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来衡量区域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该指数由金融市场、人力资本市场和科技

市场发育程度三个一级分项指数组成。 我们根据中位值将全部样本分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和要

素市场发育程度低两个样本，表 １０ 第（８）—（９）列给出了检验结果，两组中 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至少

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地区组的估计系数绝对值显著大于高地区组

（ＳＵＲ 检验 χ２ 值为 ５. ３７），意味着区域要素市场化发育水平越高，越能缓解产业规模偏好带来的效

率损失。

六、 进一步检验：地方政府为何具有产业规模偏好？

基准回归得出产业规模偏好导致效率损失的结论，那么可以说明地方政府的行为是一种非理

性行为吗？ 从我们长期的调研和观察来看，起码在省级政府层面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并不盲目，通
常以一些大型龙头企业为发展基础（即已经由市场筛选出了一些优质企业），支持带动发展相关产

业。 那么可能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并不追求企业效率这种不易观测的隐性变量。 根据《体现科

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中组发〔２００６〕１４ 号），对
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的考核，包括“人均地方生产总值及增长、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及增长、城乡居

民收入及增长、资源消耗与安全生产、基础教育、城镇就业、社会保障、城乡文化生活、人口与计划生

育、耕地等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科技投入与创新以及民意调查反映的情况”等多项指标，无一例

外，这些指标必须是可量化的（周黎安，２０１０）。
为此，我们借鉴 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的做法，使用取对数的企业总资产（ ａｓｓｅｔ）、主营业务收入

（ ｓａｌｅ）、就业（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和实际税收（ ｔａｘ）作为被解释变量。① 表 １１ 给出了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除第（３）列就业的估计系数外，各列 ｐｒｅｆｅｒ 的估计系数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地方

政府产业规模偏好显著促进了企业投资、增加了销售收入、提高了企业税收。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并非一种非理性行为，而是有相当程度的经济激励。
表 １１ 地方政府为何具有产业规模偏好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４）

总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就业 实际税收

ｐｒｅｆｅｒ
０. ０１２０∗

（０. ００６１１）
０. ０４２４∗∗∗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０４６８

（０. ００８５３）
０. ０４１６∗∗∗

（０. ０１３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０５１０９７ ３０４９９６５ ３０５１９２５ ２７１０６９９

Ｒ２ ０. ９２２ ０. ８９２ ０. ８４７ ０. 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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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借鉴倪红福（２０２０）的做法，企业税收为增值税、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以及所得税三类加总。



七、 政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

优先，大力增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追求”。 在正确认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的关系视角下，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等多个数据库，系统考察了地方政府的产

业规模偏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的政策含义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更加注重效率导向。 产业规模的大小应该是在社会

分工发展过程中与市场相适应而确定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等不同，都会导致不同企业

在生产曲线、最优生产规模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忽视本地区及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过分追求产业规

模，反而会出现低效率的现象。 当前，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

要破除“规模崇拜”“规模焦虑”，注重挖掘长期竞争优势，追求有效率、有质量的产业发展，以“更好

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第二，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制定和调整要注意可能的作用渠道、扬长避短。 考虑到产业规模偏

好对企业效率的作用渠道有负有正，对于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抑制市场竞争和阻碍新企业进入等负

向渠道，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全面实施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统一的市场准入政策，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在市场准入环节的管理权限和

措施，打破各种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 对于促进集聚效应这一正向渠道，要进一步优化产

业集聚环境，突出优势和特色，提高专业化协作水平，增强配套能力，打造空间布局合理、特色鲜明、
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

第三，增进产业政策与相关政策的协调性。 鉴于地方政府产业规模偏好对企业效率的异质性

影响，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体系，切实保障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参与市场

竞争的公平性；二是充分考虑行业之间的规模报酬差异，对于规模报酬递减的行业稳慎推出具有集

中导向和规模导向的产业政策；三是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推动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
动自主有序，促进要素市场发育。

第四，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要突出效率导向。 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地区

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论英雄，要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将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作为关键性、引
领性指标进行相应的考核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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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１

王海成等：产业规模偏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Ｓｃａｌ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ＴＦＰ：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ＷＡＮＧ Ｈａｉｃｈｅｎｇａ，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ｈａｏｂ ａｎｄ ＸＩＡ Ｚｉｙｉｎｇ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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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ＰＣ）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ｐｕｔ”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ｐｅｅｄ⁃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ａｔ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ｌｉｅｓ ｏｎ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ｏｗ⁃ｅ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Ｆ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ｉｍ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ＦＰ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Ｔ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ａｘ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 ｔｏ ｍｏｄｉｆｙ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ｏｍ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ｒ ｅｖｅ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ａ 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 “ ｓｃａｌ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ｉ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ｃａｌ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ＴＦＰ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ｆ ｓｏ， ｉｓ ｔｈｉ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ｔｗｏ ｗａｙ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ｔ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ｅ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ｏｒ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ｋｅ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ＴＦＰ，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ｋｅ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ｉ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ｉｚ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ＤＰｓ） ｏｎ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ｅ ｆｉｒｍ ｓｉｚｅ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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